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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改革与获得感:
以免征农业税改革为例

季程远

内容提要:既有研究指出纵向获得感是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协调不平等与社会稳定关系，连接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公众的纵向获得感如何产生的问题，相关讨论尚不
充分。文章认为，福利再分配改革或者说定向社会保护作为快速经济发展的补充，可以带来公众的纵向获得
感，最终促进社会稳定。文章以 2004 ～ 2006 年各省分阶段实施的免征农业税改革为契机，结合 2004 ～ 2011
年的四项全国代表性调查，应用三重差分设计实证考察了免征农业税改革对改革省份农民群体的因果干预效
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农业税改革测量方案都显示，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纵向获得感，并且
改革效应至少持续到 2008 年。研究发现指明了再分配改革带来的公众纵向获得感提高是改革实现稳定的重
要微观机制，也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客观指标之外的关键主观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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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保护”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使用的概念。当前，国际上已经使用“社会保护”取代“社会保障”。

一、引 言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先赋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而不同人群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收益的客观差别，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是缓和化解矛盾
的立足点。既有相关研究也强调，社会分配不公平是政治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 王绍光等，2002) ，而再
分配改革，或是福利改革，其目的就在于遏制分配不公平，调节不同人群的收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有序。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们知道，除了市场力量的释放，社会保护①体系( social
protection) 的建立是另外一支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的力量( Polayni，1944) ，必须通过社会保护体系建立起
对自由市场负面影响的抵御，让公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以覆盖城乡的医疗
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保护体系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直面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典范。除此之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征农业税改革
等等都力图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力图在波兰尼( Karl Polayni) 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
和社会保护体系的“双向运动”( double movement) 下，完成“大转型”的使命( Polayni，1944) 。

虽然宏观逻辑清晰明了，但是研究者对于再分配改革如何改变不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而促进
社会稳定，还知之甚少。在微观政治心理层面，既有研究指出，客观不平等引发政治不稳定，关键在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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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他人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造成社会不满，但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在高度不平等状态下保持稳定，
秘密在于相对剥夺感还存在一个纵向维度，即对比过去或未来良好预期而产生的纵向获得感，纵向获得
感可以平抑横向剥夺感，成为中国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 王浦劬、季程远，2018、
2019) 。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纵向获得感的重要来源，但是仅仅依赖经济发展，还远远不够。中国从上世
纪末开始进行的广泛的再分配改革，是一种良好而必要的补充，在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性收益之外坚持
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建设，不仅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体现，也是面对不平等扩大的必由之路。

因而，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再分配改革对大众纵向获得感的作用。由于纵向获得感是心理层面支
撑社会稳定有序的关键因素，这一研究可以构建起改革与稳定关系的微观机制，即再分配改革—纵向获
得感—社会稳定。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①，也为主观评价进入改革绩效评价的视野提供了依据。本文将以
再分配改革中代表性的农业税改革为例，揭示中国的特定改革政策与公众纵向获得感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一)政策反馈的大众效应: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联结
研究政策反馈的大众效应(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n mass publics) ，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公共政策产

生的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虽然伊斯顿在政治系统中即已强调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构成政治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Easton，1953) ，但政策反馈的大众效应仍然是政策制定中长期被忽略的方面。
福利国家研究的开创性学者保罗·皮尔森( Paul Pierson) 当年就认为“有很多反馈过程，尤其是那些直
接影响大众而非官僚、政治人物或组织团体的反馈过程，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Pierson，1993) ，这样的
批评实际上暗示了政策制定研究长期的精英主义色彩。此外，政治学行为主义的研究陷入瓶颈，制度、
新制度主义学派对行为主义过于关注微观、将制度当作常量的倾向也进行了恳切的批评。加之一系列
的时代因素，如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欧美经济危机后的反复调适、后现代的对精英主义的反思，
都要求构建起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的联结( Campbell，2012) 。而公共政策反馈的大众效应天然就
对精英主义产生怀疑，同时将中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带入行为主义的研究视野，探讨具体公共政策对大众
的影响，这实际上也将公共政策治理的效用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民主向治理话语的转变提供了诸
多实证发现的依据。

政策反馈的大众效应主要是公众基于特定公众政策产生的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其中，关于行为影
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参与，特别是投票行为，即特定公共政策如何改变选民的投票行为。由于西方
选票政治的存在，这些研究集中关注政策如何降低了投票成本、激励了投票行为( Mettler，2002; Shore，
2014; Davenport，2015; Campbell，2016) 。根据政治参与领域非常著名的资源理论，皮尔森将公众政策
对行为的影响称为资源效应( Pierson，1993) 。关于态度的影响研究，也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政策态度
和政治态度( Larsen，2019) 。前者直接与政策本身相关，主要是政策偏好与正面负面评价( Soss ＆ Keis-
er，2006; Gingrich ＆ Ansell，2012) ，后者是更为广义的受政策影响而产生的态度，主要是政治信任与政
治支持( Lü，2014; Bruch ＆ Soss，2018) 。

(二)获得感:公共政策绩效的主观评价新标准
获得感是多元利益主体( 个体、群体、组织) 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

是公共政策可以改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态度。从官方权威性话语来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它应当处于
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位置，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 王浦劬、季程远，2018) 。

一方面，对公共政策获得感的掌握关系到政策制定和推进的次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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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①，“要把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到更加
突出位置来抓，要结合群众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改革举措”②，“要把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
改革、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③。

另一方面，获得感是公共政策绩效的主观评价新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
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④，“把
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⑤，“建立健全
科学合理的改革评价机制，把改革举措效益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⑥，“多抓有利于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举措，多抓对落实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评估问效”⑦。

就具体实证研究而言，既有研究指出纵向获得感事关社会稳定，是缓解客观不平等对社会稳定负面
影响的重要中间变量( 王浦劬、季程远，2019) ，也是提高政治信任的有效办法( 李鹏、柏维春，2019 ) ，还
对反映民众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预测作用( 谭旭运等，2020 ) 。但对于如何获得纵向获得
感，既有研究的发现仍然不够充分。黄艳敏等( 2017) 认为个人的收入、社会地位流动、公平认知框架对
获得感会有显著作用，谭旭运等( 2020) 指出地域、户籍、婚姻等人口学变量和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
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等个体性因素具有显著作用。就宏观经济社会变量而言，主要涉及经济增
速、财政投入等具体指标，但实证研究的发现有一定差异，一些研究肯定了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财政投
入的积极作用( 廖福崇，2020) ，另一些则认为经济发展与获得感没有明显对应关系( 文宏，2020) 。陈云
松等( 2020) 还认为除了经济增长指标，市场化、城镇化等转型指标也未能表现出对获得感的正面作用。
但关于具体政策中的获得感变化，相关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因此，获得感作为公共政策绩效的主观评价
新标准，需要超越个体层面的分析层级，找到更加精准的制度性因素。

(三)中国的福利和再分配改革:历史变迁与相关研究

释放市场力量，并建立社会保护体系，是波兰尼指出的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的两支力量。他的论述深
刻预见了西方福利社会的到来，因为自由市场主义带来的市场失灵加剧了社会动荡，只有通过建立起再
分配体系和福利体系才能缓解社会不稳定。这种应激机制也被称为梅尔策—理查德猜想 ( Meltzer －
Ｒichard hypothesis) ( Meltzer ＆ Ｒichard，1981) 。

从这一深刻逻辑来看，在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贫富差距拉大亟须对自由
市场弊端进行抑制，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随之开始建立和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或福利改革。
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例，到 2000 年时，只有体制内人员享有公费医疗和离退休金，城镇从业居民享
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非从业人员还是被排除在社
会保障体系之外，大量民众被暴露于社会风险之中。进入新世纪后，以 2003 年开始建立面向农村居民
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起点，中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高峰期，2007 开始建立面向城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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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 年开始建立面向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2014 年要求建立“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力图实现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2016 年要求建立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力图实现医疗保险的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方面，长期只有城镇从业
居民享有相关保障，面向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直到 2009 年才开始建立，但 2014 年开始也将城镇其他人
员纳入了养老保险之中。

社会保障体系的陆续建立意味着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将逐年提高，但事实上，新近的研究指出，社
会保障支出并不是纯粹被消费掉了，而是通过降低个人未来预期消费、促进个人当期消费的逻辑，反而
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 Lindert，2004) 。因而，当代福利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
展的平稳可持续。

除了获取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福利、再分配改革的另一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获取政治合法性。
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在于既有政治体系“能够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回应”( Nathan，2003) 。通过福利供
给、调整再分配格局的方式，回应民生需求，可以获取合法性资源。实证研究也表明，福利水平是与合法
性水平相关的第四个因素( Gilley，2009) 。吕晓波( Lü，2014) 以 2006 ～ 2007 年城乡相继免除义务教育
学杂费改革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将特定政策与政治信任连接起来的变量是政策客观受益和政策主观感
知。公众在特定政策中的受益程度以及是否感知到收益来自特定政策是达到既定改革目标的关键。更
进一步地讲，就是要让改革和政策使得公众有客观获得，在此基础上，通过宣传动员使得受益个体充分认
识到客观获得来源于特定改革政策，产生基于特定改革或政策的获得感，最终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黄娴
等人( Huang ＆ Gao，2018)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年的数据和倾向值匹配法证明，社会保险参保提高
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潘婕( Pan，2020) 的研究也指出，低保政策的策略性执行对社会稳定有益。

三、中国的免征农业税改革

从中国福利改革的进程中即可窥见，改革的渐进性使得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分治思路仍然在
较长时间内得以保存，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歧视、社会排斥等问题仍然存在( Huang，2020) ，这减缓了

数据来源: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1: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变迁

中国客观不平等重要来源的城乡差别的弥合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乡
收入之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到新世纪迅速超过了 3 倍( 详见图 1) 。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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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扭转发生于 2003 年，根据 2004 年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有 55%的公众认为农民在改革进程中是
相对获取较少的群体，这一比例高于其他所有群体。因而，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迅速提高农村居民待遇
和保障农村居民社保成为新世纪相关改革的重要目标。作为当时农村负担重和不稳定的病因，农业税
进入了改革清单。

农业税这一税种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具体征收过程中以产量，而不是土地面积抑或生产纯
收入为依据，这使得农民的生产投入等也成为计征对象;与农业特产税存在交叉，使得农民转变种植产
品后面临双重税收压力;征收形式为实物，在农产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情况下，实际税收价值更
高( 冯海发，2001) 。

中央决定免征农业税的更深刻根源在于，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曾经扮演过关键角色( Lin，
1992)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 2002 年，农业税占据税收总额的比例已经降低到 2. 6%，而在税收占
比下降的同时，其征收成本却居高不下。一方面，农业税涉及千家万户，税额零碎，其征收需要常年供养
各级农税人员，更重要的是，农业税是地方税种，对于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农业税仍然是财政收入的重
要来源，它们极力开拓农业税源，以致出现异化，在农业税征收中附着各类农村税费。农业部的数据表
明，2000 年来自农民的税费总数中，农业税仅占 18. 8%，其他各种收费占比达到 81. 2% ( 农村税费改革
研究课题组，2003) ;据 2004 年中国税务学会的报告，农民每年平均负担 195 元税费，税收仅占 23. 7%，
税收外负担占 76. 3% ( 倪红日，2004) 。这一严重问题使得农业税征收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成为当时农民
抗争的重要原因( 于建嵘，2003、2004) 。因而，总体征税收入和总体征税成本( 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 之
间存在的倒挂现象( 党国英，2006) ，以及危及农村稳定的态势，使得免征农业税改革和“费改税”进入改
革清单。这是当时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一些实证研究已经指出，在经济上，免征农业税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地租，增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
轻农民负担，并且有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王姣、肖海峰，2007;钟甫宁等，2008; Liu et al. ，2012 ) ，而
在政治层面，免征农业税改革改善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干群关系，提高了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
价( Michelson，2012) ，也提高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 刘伟，2015) 。但总体而言，在实证层面，检验免
征农业税改革的政治效应，特别是因果识别的研究仍然稀缺。因此，本文将以免征农业税改革为例，探
讨福利改革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影响的关键中介变量———纵向获得感的因果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研究试图获得免征农业税改革带来的对公众纵向获得感的干预效应，这是一个典型的政策效应
评估研究。由于有太多的因素都能对公众的纵向获得感产生影响，如何排除其他因素，而将影响的来源
归为免征农业税这一改革，即获得政策的净效应，是此类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 Campbell，2012 ) 。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和迪弗洛( Esther Duflo) 夫妇推广的随机对照实验
(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ＲCT) 是公认的黄金标准。通过随机分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方式保证所有的控
制变量不存在差异，通过操纵自变量的方式( 是否执行政策或执行政策的力度等) 获得的因变量的变化
就是政策的净效应。但实验的方法往往需要早期研究者的全面介入，在社会科学的现实研究中，准实验
( quasi experiment) 的方法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政策效应评估研究中，准实验方法最重要的特
点是实施政策的实验组和未实施政策的控制组具有一定的随机分配的特征。

回到免征农业税改革的历程来看。2004 年 1 月 1 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
率”。3 月 5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3 月
23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会议正式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
点，而实际上，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 5 个省市也自主决定在 2004 年免征农业税。在 2005 年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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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两会上，诸多省份跟进免征农业税改革①，到 2005 年底，除山东、河北、云南外，全国农业税已经走向
末路。大部分省份 2005 年的征收额不足 2000 ～ 2003 年平均值的 10%，仅云南、贵州等省份征收比例仍
然较高。2005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
定，农业税正式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免征农业税改革的进程，它是一个在全国范围主要以省为单位逐步推进的过程，这种类似于自
然实验的政策扩散过程，给了研究者检验免征农业税改革效应的机会。为了得到免征农业税改革对农
民纵向获得感的净效应，最简单的逻辑是，比较改革省份农民在改革前后的差别，但农民纵向获得感受
到大量因素的影响，这种差别中混杂着诸如获得感自然增长、其他政策作用、个人政治态度自然变化等
等因素。由于免征农业税改革是定向给改革省的农民带来变化，因此我们引入控制组，首先是非改革
省，其次是非农民在改革前后的变化，而由于这些变化是大量影响公众获得感的因素造成的，此时只要
将改革前后农民纵向获得感的变化减去改革省和非改革省改革前后的差、农民和非农民改革前后的差，
就可以得到免征农业税改革对农民纵向获得感的净效应。这也是本文使用的三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的基本逻辑( Card ＆ Krueger，1994) 。

因此，结合农业税改革进程和研究数据的可用性，本文使用三重差分设计估计免征农业税对公众纵
向获得感的因果效应。三重差分设计涉及农民与非农民，政策执行省与非执行省，以及政策执行前和政
策执行后的三重比较。

(二)数据

基于这样的研究设计，本文搜集了 2004 年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和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的中
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其中，2004 年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
行，采用了 GPS /GI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 GPS /GIS assistant area sampling) ( Landry ＆ Shen，2005 ) ，完
成了来自 23 个省的 3267 个样本。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采用
地图地址抽样方法，2006 年完成来自 28 个省的 7061 个样本，2008 年完成 28 个省的 7139 个样本，2011
年完成 29 个省的 7036 个样本。

(三)变量

1．因变量为纵向获得感。2004 年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询问了受访者两个问题，包括“您认为
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还是差了很多?”，
“想想五年后，您估计您那时候的家庭经济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是差很
多?”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中的三次调查也询问了两个问题，包括“与五年前相比，您的生活水平有什
么变化”和“您感觉在未来的五年中，您的生活水平将会怎样变化”，选项为“上升很多”、“略有上升”、
“没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两个调查项目的四个问题很好地让受访者基于两个时间比较维
度进行评估，即对比过去( 五年前) 和对比未来预期( 五年后) 产生的纵向获得感。本文首先将历年调查
中两个问题的选项顺序调整一致，然后直接合并，使用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提取纵向获得感变量。以
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的实际操作流程为: 第一，使用信度分析得到信度系数为 0. 664，表明两个问题测
量的是同一个概念;第二，将两个问题各自转化为标准分( 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第三，取两个标准分的
均值，以尽可能规避缺失值的问题;第四，为了解读方便，将均值转化为 0 ～ 1 的值。在因子分析过程中，
一旦样本在任一问题上存在缺失值，就无法得到因子得分，而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是能够
减少缺失值的影响，保留尽可能多的样本。

2．自变量中非常重要的是农民的界定。2004 年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要收入
来源”，选择“是”界定为农民; 2006 年、2008 年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目前主要的工作( 职业)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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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使用了非常详细的职业编码，据此将从事农业工作的受访者界定为农民。2011 年的调查询问了受
访者“目前的工作状况?”，选择“目前只务农”界定为农民。

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居住地、工作状况、是否体制内工作。其中，政
治面貌为党员编码为 1，否则为 0;居住地为农村编码为 0，其他情况编码为 1;工作状况目前为全职工作
编码为 1，否则为 0;体制内工作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

随后删除 2004 年已经执行免征农业税改革的省份样本，剩余 18336 个样本，由于涉及的变量存在
缺失的情况较少，直接删除缺失样本，最终剩余 18238 个样本。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都为加权后
的结果。

五、免征农业税改革与纵向获得感

(一)平行趋势假定

首先，差分模型最重要的是满足平行趋势( parallel trend) 假定。所谓平行趋势假定就是实验组如果
没有接受干预，其结果的变动趋势应当与控制组的变动趋势一致。即未观测到的因素对实验组和控制
组的影响是一致的，否则，结果的改变就可能来自未观测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平行趋势的常规检验方法
来自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1969) 的思路，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之前，因而过去的自变量应当可以预
测现在的因变量，而未来的自变量显然无法预测现在的因变量( Angrist ＆ Pischke，2008) 。因而在差分
模型中，平行趋势假定检验的思路是在估计方程中加入自变量的滞后期和提前期( Autor，2003 ) ，并重
点观察提前期自变量的影响是否几乎为 0。但这一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一般应用于面板数据，至少也
需要在改革期内有多期数据，而在本研究中，笔者获得的既包含纵向获得感测量问题，又包含农村样本
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仅有 2004 年和 2006 年的两期截面数据。为了满足这一关键假定，笔者加入了
2008 年和 2011 年的截面调查数据，利用传统方法进行观察。

图 2 展示了 2004 ～ 2011 年间免征农业税改革省的农民、非改革省的农民和改革省的非农民、非改

图 2:农业税改革后农民的纵向获得感变化

革省的非农民共 4 组人群的纵向获得感的变化。除了纵向获得感均值之外，图 2 还加入了各组纵向获
得感均值估计的 90%置信区间。结果表明，历年变化之间的平行趋势较为明显，4 组公众的纵向获得感
连线不存在交叉，且两期数据之间 4 组公众纵向获得感的变化趋势较为同步。因而，平行趋势假定得以
通过。关于 4 组公众的差异，可以观察到的是，农民的纵向获得感明显高于非农民。在非改革省( 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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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方形) ，农民的纵向获得感虽然历年的点估计值都高于非农民，不过 90%置信区间显示两者每年都
存在交叉，因而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但在改革省( 菱形和三角形) ，农民对于非农民的纵向获得感的优
势则较为明显( 90%的置信区间不存在交叉) ，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相比非改革省明显加大。

(二)定性测量的免征农业税改革效应

由于免征农业税改革的进程在宣传上和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差异，本文使用两种方法来测量各省
的免征农业税改革，本节使用各省官方公布的免征农业税年份为依据进行区分，简单定性地区分为改革
省和非改革省。本节估计的三重差分模型如下:

TＲAij = α + β1P + β2F + β3T + θ1P* F + θ2P* T +

θ3T* F + γP* F* T +∑δX + η j +∈ij ( 1)

在公式( 1 ) 中，因变量为第 j 个调查省第 i 个受访者的纵向获得感 (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TＲA) ，α为截距项，T为调查年变量( 2004 年为参照组，虚拟变量) ，F 为是否为农民的虚拟变量( F = 0
为“不是农民”，F = 1 为“是农民”) ，P表示省份是否执行免征农业税改革。X 是一组控制变量，对应系
数为一组 δ，η j是调查省的固定效应，∈ij为误差项。本研究关心的是 P* F* T 交互项的系数 γ，即为免
征农业税改革对农民纵向获得感净效应，如果 γ显著为正，表明免征农业税改革促进了纵向获得感的提
高。

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是独立混合截面数据( independently pooled cross section data) ，但笔者搜集到的
改革开始前即 2004 年之前的调查，和 2005 年的调查数据均缺乏因变量的一致测量方案。因而需要对
省份执行政策的虚拟变量 P进行调整，2006 年免征农业税改革在全国已经全覆盖，因此将 2006 年最后
一波执行免征农业税改革的省作为控制组( 控制组简称非改革省) ，设定 P = 0，在 2005 年推行免征农业
税改革的省为实验组( 实验组简称改革省) ，设定 P = 1，2004 年推行改革的省份样本则进行删除。更早
经历改革的优势应当在因变量上反映出来。

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 1。模型 1 只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2 则加入了受访者人口学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党员、居住地、是否工作、是否体制内工作，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
的系数进行了精简。表 1 直接列出了我们关心的改革效应，即 P* F* T 交互项的系数 γ。2006 年时，
农业税改革显著提高了改革省农民纵向获得感，系数为 0. 064，约为 2006 年公众纵向获得感均值的
9. 8%。2008 年，即改革 2 年后，改革效应继续保持，系数仍然是 0. 064。到 2011 年，改革效应下降为
0. 031，不再存在显著的改革效应。这表明免征农业税改革对于改革省农民的政策效应至少持续到了
2008 年。

表 1:免征农业税改革定性测量的三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 1) ( 2)

2006 年改革效应
0. 071＊＊

( 0. 030)
0. 064＊＊

( 0. 030)

2008 年改革效应
0. 071＊＊

( 0． 031)
0． 064＊＊

( 0． 031)

2011 年改革效应
0． 035
( 0． 029)

0． 031
( 0． 029)

个人控制变量 √
省份固定效应 √ √

Ｒ2 0． 046 0． 075

样本量 18238 18238

注: * p ＜ 0． 10，＊＊p ＜ 0． 05，＊＊＊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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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量测量的免征农业税改革效应

《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各省实际收取( 决算) 的农业税与官方的宣传稍有出入，本文以 2000 ～ 2003
年各省征收农业税均值为基准，考察 2005 年征收额与这一均值的比值。出入较大的省市，包括贵州省
2005 年征收的农业税占 2000 ～ 2003 征收均值的 74. 8%，湖南为 28. 2%，福建为 26. 6%，但三地均高调
宣布 2005 年全面免征农业税①。为此有必要更换各省的免征农业税改革测量方案，由于 2004 年部分省
份已经开始改革，本文以 2000 ～ 2003 年各省征收农业税均值为基准，考察 2005 年征收额与这一均值的
比率，即为 2005 年改革的实际力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用 1 减去这一比例得到各省的改革力度，1 即为
完全取消了农业税，0 表明改革尚未开始。根据《中国财政年鉴》提供的农业税材料，实际取值范围在
0. 148 ～ 1 之间。

我们同样估计以下模型，只是将 P的测量替换为改革力度测量:
TＲAij = α + β1P + β2F + β3T + θ1P* F + θ2P* T + θ3T* F +

γP* F* T +∑δX + η j + ∈ij ( 2)

模型结果见表 2。模型 3 与模型 1 相同，只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4 也与模型 2 相
同，加入更多受访者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2006 年时农业税改革显著提高了改革省农
民纵向获得感系数 0. 229，约为 2006 年改革省农民纵向获得感均值的 35. 4%，降低到 2008 年的 0. 213
( 31. 2% ) ，2011 年的 0. 114( 15. 5% ) ，与模型 1 和模型 2 不同的是，这一改革效应虽然下降了，但仍然在
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表 2:免征农业税改革定量测量的三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 3) ( 4)

2006 年改革效应
0． 251＊＊＊

( 0． 055)
0． 229＊＊＊

( 0． 055)

2008 年改革效应
0． 234＊＊＊

( 0． 055)
0． 213＊＊＊

( 0． 054)

2011 年改革效应
0． 127＊＊

( 0． 051)
0． 114＊＊

( 0． 051)
个人控制变量 √
省份固定效应 √ √

Ｒ2 0． 048 0． 076
样本量 18238 18238

注: * p ＜ 0． 10，＊＊p ＜ 0． 05，＊＊＊p ＜ 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最后，差分法识别免征农业税改革对于纵向获得感的政策效应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问题，即控制组
( 非改革省) 的个体可能会因为实验组存在免征农业税政策而进行迁移，主动进入实验组( 改革) 省份，
从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 Angrist ＆ Pischke，2008) 。但显然这一可能性存在概率较小。原因是中国
的人口流动虽然大规模存在，但主要是农民进城务工，而移民到其他省份后仍然从事小型农业生产的比
例是比较低的。在 2006 年和 2008 年的调查数据中，农民身份界定中也排除了产业化经营农业的样本。

综上，总体而言，考虑了农民与非农民，政策执行省与非执行省，以及政策执行前和政策执行后的三
重比较后，差分模型显示，免征农业税改革确实对改革省农民的纵向获得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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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贵州: 2005 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2004 年 12 月 28 日，http: / /www． china． com． cn /zhuanti2005 / txt /2004 － 12 /28 /content _
5740596． htm; 《福建: 2005 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其附加》，2005 年 1 月 10 日，http: / /www． china． com． cn /zhuanti2005 / txt /2005 － 01 /10 /
content_5752152． htm; 《湖南全部免征农业税 资金缺口全部由省财政负担》，2005 年 1 月 17 日，http: / /news． sina． com． cn /c /2005 － 01 －
17 /02305566607． shtml。



一效应至少持续了 2 年以上的时间才开始大幅下降。无论是定性地测量各省的农业税改革，还是定量
地测量各省农业税改革的力度，改革效应呈现出良好的一致性，表明研究结果高度稳健。

六、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
的评价标准”①，深刻指明了今后公共政策绩效的主观评价新标准。纵向获得感这一主观指标，对于国
家治理而言，意义就在于其反映的是公众实实在在从各类政策中获得的真实收益，反映的是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对于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有序具有重要价值( 王浦劬、季程远，
2019) 。

本文基于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1 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识别出免征农业
税改革显著提高了政策对象———改革省农民群体的纵向获得感，这种效应在考虑了平行趋势假定，使用
定性定量办法测量农业税改革后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政策的政治效应具有延续性。结合纵向获得感对
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这揭示了再分配和福利改革中，公众的纵向获得感居于改革和稳定的关键中介地
位。本文的研究，是应用因果推断的方法进行政策反馈大众效应研究的一个努力，把获得感作为公共政
策绩效的主观评价新标准体现了出来。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纵向获得感上升为改革评价的主观指标
具备准确性，同时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社会公正感、政治信任的联结保证了将其作为主观指标具
备理论的扩展性和与现实感受一致的合理性。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习近平，2018) 。免征农业税改革是新世纪再分配
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是改革开放后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重大举措，农民作为受益主体，不
仅免交了农业税本身，而且大幅摆脱了税费滋扰，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改善了干
群关系，提高了农民的获得感，维护了基层社会稳定。针对农民的福利和再分配改革，不仅是对经济发
展中农民失去的一种纠偏，也是在薄弱环节生产合法性的有效办法，是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策略。近年
来不断推进的扶贫工作，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
国实现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重要经验，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显著优势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广大转型国家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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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distribution Ｒeform and Ｒelative Acquisition:
Taking the Ｒural Tax Ｒeform as an Example

Ji Chengyu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is a key factor in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equa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apid modernization，and connecting the miracl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ng － term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there are insufficient studies on how the public's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
tion is genera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lfare redistribution reform or targeted social protection，as a supplement to rapid eco-
nomic development，can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Taking the
rural tax reform，which implemented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stages from 2004 to 2006，as an opportunity，this paper combines
with four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urveys from 2004 to 2011，and uses a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rural tax reform on the reformed provinces' farmer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rural tax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armers'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and the reform
effect will last until at least 2008． Th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micro － mechanism of how reforms can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y also provide key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addition to objective indicators for policy evaluation．
Key words: Ｒedistribution Ｒeform; Temporal Ｒelative Acquisition; Ｒural Tax; Social Stability;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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